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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虚拟旅游流与交通可达性空间错位分析为旅游企业精准营销和旅游目的

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视角。文章运用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模型、最优参数地理探

测器等方法探讨了云南省虚拟旅游流流入和流出水平与交通可达性之间的空间错位

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第一，虚拟旅游流空间格局呈现显著的 “核心—边缘”

结构。流入水平形成以 “昆大丽西”为核心的高密度集聚区，流出水平呈现昆明—大

理双核极化特征。第二，交通可达性虽整体得到改善但区域差异显著。第三，虚拟旅游

流与交通可达性在宏观上和微观上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错位现象。第四，流入错位受旅

游资源与服务能力等多因子交互驱动，流出错位则由经济发展水平单一因子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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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交旅融合背景下，交通设施与旅游流的协调与配合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

视。新世纪以来，交通技术的进步与升级让旅游人群走得越来越远，公路、

铁路犹如血脉一般织遍中华大地。截至２０２４年底，中国公路里程达５４９万
ｋｍ，其中高速公路 １９万 ｋｍ；铁路营业里程 １６万 ｋｍ，其中高铁接近
５万ｋｍ［１］。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完善则让人们对旅游目的地的了解和体
验更加便捷与深刻。旅游者可以通过电脑、手机、平板等查询、收集目的地



信息，由此形成虚拟旅游流。已有研究普遍关注旅游流与交通可达性的耦合

协调选题，却较鲜有人从虚拟旅游流视角考察旅游流与交通可达性的空间错

位问题，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努力的空间。

一、文献回顾

（一）交通可达性与现实旅游流

交通可达性概念于１９５９年由Ｈａｎｓｅｎ提出［２］，１９７９年Ｍｏｒｒｉｓ对其进一步
扩展，其被定义为运用某种交通工具在区域间活动的便捷程度［３］，成为衡量

交通网络结构和空间分布的重要方法［４］，现有研究常以空间句法［５］、两步

搜索移动法［６］等对其测量，高铁沿线［７］７９１、经济带［８］是其主要的研究区域。

旅游流是游客在空间区域内的集散过程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效

应，是旅游系统的神经中枢和纽带［９］２９０。学术界常考量交通可达性与现实旅

游流的关系，一方面，交通可达性是促进游客集聚的重要因素，交通枢纽和

高可达性区域通常能吸引更多游客［１０］。不同交通方式的时间成本直接影响

旅游流的规模［１１］，高铁等快速交通通过时空压缩效应，促进了旅游资源的

集聚［１２］与空间重组［１３］１７７，在经济欠发达和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地区，交

通改善对旅游流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１４］。另一方面，旅游流的发展依赖交

通的发展，可支配收入、闲暇时间及目的地吸引力是旅游流形成的动力，但

其实现需以交通为桥梁。Ｌｏｉ等表明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直接影响旅游
者的满意度与重游意愿［１５］，刘军林等指出高铁网络的迅速扩张为沿线中小

城市旅游提供了稳定的客源市场，改变了旅游市场的空间格局［１６］。但过度

依赖交通基础设施则可能导致 “过滤效应”，即吸引力低的旅游目的地可能

被吸引力强的远程目的地取代，从而加剧旅游区域之间的差距［１７］。

（二）虚拟旅游流

目前，虚拟旅游流通常利用网络关注度进行表征。网络关注度指网民使

用搜索引擎搜索某一关键词的查询总次数，是反映用户兴趣、行为和态度的

重要指标［１８］３８６。网络关注度包括百度指数［１９］、谷歌指数［２０］１０１２和抖音粉丝量

数据［２１］等。此类数据以其时效强、成本低的优势，在预测领域，蓬勃发

展［１８］３８７，最早应用于疾病预测［２０］１０１２，后在经济学、环境学等学科逐渐应用

起来。在旅游领域网络关注度主要涉及两类研究：一是时空演变研究，如对

旅游目的地、旅游活动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２２］；二是相关性

研究，如网络关注度与客流量［２３］的耦合与错位研究。

交通可达性在虚拟旅游流的传播中也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９］２９１。研究发

现，高铁等快速交通的时空压缩效应不仅影响现实旅游流，也对虚拟旅游流

产生正向反馈效应，提升沿线目的地的网络关注度［７］８０３。然而，交通发展与

虚拟旅游流之间并非总是同步，高铁虽然能促进虚拟旅游流增长，但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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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削弱虚拟旅游流的空间邻近效应，导致部分景区的网络关注度滞后于交通

设施的建设进程，产生虚拟旅游流与交通可达性之间的失调现象［２４］。

（三）空间错位

空间错位理论源于Ｋａｉｎ对职住分离问题的研究，指两个或多个关联要
素在空间上出现偏离与不同步的现象［２５］。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迅速，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中的不匹配和空间错位现象越来越受

到学者的关注。在旅游领域，学者常探究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问

题［２６］，如景区与旅游经济的错位［２７］、景区与关注度的错位［２８］６３１等，而关于

交通可达性和虚拟旅游流的研究较少。

与已有成果相比，本研究期望在以下两方面做出边际贡献：一是将旅游

流与可达性的研究视角从重视事后评估两者的协调性向事前刻画两者的空间

错位扩展；二是对虚拟旅游流与交通可达性空间错位分析从仅关注目的地向

双重角色 （某地既是目的地也是客源地）延伸，既考虑虚拟旅游流的流入

又考虑虚拟旅游流的流出。鉴于此，本研究以云南省２０１６、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
虚拟旅游流流入水平、流出水平与交通可达性为研究对象，运用重心模型、

空间错位模型和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虚拟旅游流与交通可达性

的空间错位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期望在理论上拓展交通可达性与旅游流空间

分析的视角，并为旅游企业精准营销和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理论分析框架

虚拟旅游流是近年来旅游学术研究中一个新提法，来自旅游者在搜索引

擎、旅游网站、社交媒体等渠道上的网络足迹［２９］。对某地网络旅游信息的

主动搜索形成该地虚拟旅游流流入数据，而该地居民对区域外网络旅游信息

的搜集形成流出数据。因此，某地虚拟旅游流包含流入与流出两部分。

交通设施是连接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纽带［３０］。一般来说，交通可达

性的提升有助于虚拟旅游流向现实旅游流转化［３１］。现实背景下，某地既可

以是旅游目的地，也可以是旅游客源地。从目的地考虑，交通可达性改善容

易使网上潜在旅游者消除出行顾虑，为当地带来更多的客源，旅游资源和设

施得到更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当地旅游经济易于获得高质量发展。从客源地

考虑，交通可达性强可为当地网络用户外出旅游创造便利条件，对外交流的

机会可能更密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会更广泛。然而，当旅游者的网络

足迹与交通可达性背道而驰时，则容易产生虚拟旅游流难以转化、某地交通

设施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时，由此出现虚拟旅游流与交通可达性错位现象。

虚拟旅游流与交通可达性的错配关系如图１所示。当交通可达性改善趋势优
于虚拟旅游流水平时则容易产生旅游交通设施闲置，当虚拟旅游流水平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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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可达性提升趋势时则容易出现虚拟流量转化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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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虚拟旅游流与交通可达性错位示意图

（二）研究方法

１．虚拟旅游流评价模型
本文以 “州市名 ＋旅游”和

“州市下属市名、县名＋旅游”为
关键词，如 “西双版纳旅游”

“景洪旅游”，选取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年的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为研究时间范围，收集了十六个

州市的网络关注度日均值，并构

建了１６×１６的二维有向矩阵。为了分析各州市虚拟旅游流的流入与流出情
况，参考前人的研究，本文分别构建了虚拟旅游流入水平和虚拟旅游流出水

平的评价模型。云南省旅游格局并不均衡，通过这些指标可以分析核心城市

的辐射力、边缘地区对旅游信息的接收能力以及关键旅游通道的中介作用，

其计算公式如下［３２］１９７。

ＱＩｎｉ＝αＶＩｎＤｉ＋βＶＩｎＣｉ＋γＶＢｉ＋δＶＩｉ （１）
ＱＯｕｔｉ＝αＶＯｕｔＤｉ＋βＶＯｕｔＣｉ＋γＶＢｉ＋δＶＩｉ （２）

式 （１）— （２）中：ＱＩｎｉ是虚拟旅游流流入水平；ＱＯｕｔｉ是虚拟旅游流流出水
平；ＶＩｎＤｉ是ｉ州市的加权入度；ＶＯｕｔＤｉ是ｉ州市的加权出度；ＶＩｎＣｉ是 ｉ州市的入
接近中心度；ＶＯｕｔＣｉ是ｉ州市的出接近中心度；ＶＢｉ是ｉ州市的中间中心度；ＶＩｉ
是ｉ州市的核心重要度；α、β、γ和δ为权重系数，且 α＋β＋γ＋δ＝１，认
为各权重相等，均为０２５，赋予各维度同等重要性有助于避免主观偏见。Ｑ
值越大，代表ｉ州市虚拟旅游流流入水平或流出水平越高，反之则越差。本
文采用Ｕｃｉｎｅｔ软件，基于二维有向矩阵对上述指标进行计算。加权入度反映
节点的集聚能力，加权出度反映节点的辐射能力，入接近中心度代表其他节

点进入该节点最短路径之和，出接近中心度代表该节点发出到其他节点的最

短路径之和，中间中心度反映节点对其他节点的控制程度，核心重要度反映

节点与其他节点间联系紧密程度。上述指标强弱与阈值的大小均呈同方向

变动。

２．交通可达性评价模型
本文通过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来评估交通可达性。在参考前人研

究［７］７９４［１３］１８１的基础上，重点考虑了云南省复杂的地形条件对实际运行速度的

制约。云南地形崎岖，铁路频繁穿越山脉河谷，为保障安全性，速度远低于

我国铁路运营时速，故针对实际情况，为不同等级的道路分配不同的速度值

（见表１）。使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件，采用成本栅格计算法计算各州市政府间
使用陆路交通的最短通行时间。具体操作流程如下：第一，由于高铁、普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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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速公路的封闭性，为其设置５００米缓冲区，速度值设为１ｋｍ／ｈ，表示
基本无法通行。第二，为铁路站点和高速公路出入口设置５００米缓冲区，使
用擦除工具确保铁路站点和高速公路出入口畅通无阻。第三，根据速度等级

对各级道路、无道路区域，以及封闭处理后的高铁、普铁和高速进行栅格化

处理，并使用栅格计算器计算时间成本，生成成本栅格图层，如表１所示。
第四，基于该图层，使用成本距离工具计算最短通行时间。进一步计算加权

平均旅行时间，值越大表示该州市交通可达性越差，值越小则表示可达性越

好。计算公式如下［７］７９４。

Ｔｉ＝
１

∑ｎ

ｊ＝１
ＰｊＧ槡 ｊ

∑
ｎ

ｊ＝１
（槡ＰｊＧｊ×Ｓｉｊ） （３）

式 （３）中：Ｔｉ是ｉ州市的加权平均旅行时间；Ｐｊ是ｊ州市的常住人口数量；
Ｇｊ是ｊ州市的地区生产总值；Ｓｉｊ是从ｊ州市到ｉ州市使用陆路交通的最短时间
距离。

表１　不同等级道路速度和时间成本赋值表

道路
沪昆、南

昆高铁

昆楚大

铁路

其他高铁

或动车
普铁

高速

公路
主干道 次干道

三级

道路

未分类

道路
其他

速度／
（ｋｍ／ｈ）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６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６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５

时间成本／
（ｍ／ｋｍ） ０２４ ０３ ０３７５ ０５ ０６ １ １５ ２ ３ １２

３．空间错位模型
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虚拟旅游流流入水平、流出水平与交通

可达性的空间错位现象。

宏观角度：重心模型用于描述某属性在空间中重心位置的变化路径，其

计算公式如下［３３］。

ＸＱ＝
１

∑ｎ

ｉ＝１
Ｑｉ
∑
ｎ

ｉ＝１
（Ｘｉ×Ｑｉ） （４）

ＹＱ＝
１

∑ｎ

ｉ＝１
Ｑｉ
∑
ｎ

ｉ＝１
（Ｙｉ×Ｑｉ） （５）

式 （４）— （５）中：ＸＱ和 ＹＱ是虚拟旅游流流入水平、虚拟旅游流流出水
平或者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的重心的横坐标和纵坐标；Ｑｉ是虚拟旅游流流入
水平、虚拟旅游流流出水平或者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的具体数值；Ｘｉ和 Ｙｉ是
第ｉ个州市市政府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微观角度：空间错位指数用于衡量主体之间的失配性，其计算公式

如下［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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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Ｑ［（Ｔｉ／Ｔ）Ｑ－Ｑｉ］ （６）

式 （６）中：Ａ为空间错位指数；Ｑｉ是 ｉ州市虚拟旅游流流入水平或流出水
平的值；Ｑ是十六个州市虚拟旅游流流入水平或流出水平的总和；Ｔｉ是ｉ州
市的加权平均旅行时间；Ｔ是十六个州市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的总和。Ａ值大
于０代表虚拟旅游流流入水平或流出水平没有达到与交通可达性相匹配的预
期，小于０代表超出与交通可达性相匹配的预期，等于０代表二者未发生错
位现象。

在计算前，为消除量纲差异，对三个指标的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其计算

公式如下［３２］１９８。

对于正向指标：

Ｙｉｊ＝
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７）

对于逆向指标：

Ｙ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８）

式 （７）— （８）中：Ｙｉｊ是标准化处理后的值，Ｘｉｊ是第ｉ个州市第ｊ个指标的
原始数值。

４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用于探测空间差异性并揭示其背后的驱动力的工具［３５］，

传统的地理探测器在影响因子离散化处理时一般是由人为主观判断，易出现

离散性差等问题。本文发现，无论流入还是流出，与交通可达性的错位程度

均较高，亟须具有更强的空间异质性分析能力的模型。ＳＯＮＧ等学者在传统
地理探测器上进行了改进，提出了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模型［３６］。因云南省

研究范围过大，创建不同尺度的渔网产生的网格数过多，因此只考虑最优参

数地理探测器的最优离散化，对最优空间尺度不作考虑。本文借助Ｒ语言，
通过选择相等间隔、自然断点、分位数、几何间隔和标准差五种方法，将分

区数量设置为２～５，ｑ值最大的离散化方法和分区数量即为最优离散化组
合，其计算公式如下。

ｑ＝１－
∑Ｙ

ｗ＝１
ｎｗσ

２
ｗ

ｎσ２
（９）

式 （９）中：ｑ为空间错位指数影响因子的解释力；ｎ和σ２是研究区域的样
本量和方差；ｎｗ和σ

２
ｗ是第ｗ层的样本量和方差；Ｙ是分层数；ｑ值越接近

于１，对空间错位指数的解释力越强，ｑ值越接近于０，则对空间错位指数的
解释力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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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

路网数据来自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网站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ｏｒｇ），
且以这三年１月１日的数据为准；各州市的市政府坐标来自百度坐标拾取系
统 （ｈｔｔｐｓ：／／ａｐｉｍａｐ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ｌｂｓａｐｉ／ｇｅｔｐｏｉｎｔ／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地方生产总值
和常住人口数量来自 《云南统计年鉴》；网络关注度来自百度指数官网 （ｈｔ
ｔｐｓ：／／ｉｎｄｅｘｂａｉｄｕｃｏｍ）。影响因子数据来自 《云南统计年鉴》或各州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结果分析

（一）虚拟旅游流评价

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融合多维中心性指标构建虚拟旅游流评价

模型，并借助ＵＣＩＮＥＴ对１６×１６的二维有向矩阵进行计算，得到虚拟旅游
流流入水平评价模型和流出水平评价模型。对其求均值并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的自
然间断点法将其划分为低值区、较低值区、较高值区和高值区。

如图２所示，虚拟旅游流流入水平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高值区主要聚
集在云南省西北部，呈现 “昆大丽西”向外递减的趋势。其中，怒江由于

旅游资源薄弱且交通条件不佳，明显受到屏蔽作用，而昆明周边州市因自身

旅游吸引力有限，缺乏核心景点，受昆明极化效应影响，流入水平不高且呈

下降趋势。第二，总体呈现 “先升后降”趋势。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受益于旅
游发展红利，虚拟旅游流流入水平持续上升，而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流入水平受
疫情影响，较２０１９年下降４６９５％，但核心热点地区相对保持热度，其他州
市显著下降，老牌旅游目的地在疫情冲击下表现出更强的韧性。第三，交通

改善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可能改变旅游节点的竞争位势。楚雄作为 “昆大

丽香”旅游线路的重要通道，在高铁开通前是旅游者重要的停留地，在

２０１８年昆楚大铁路开通后，旅游者更倾向于直接前往资源更优、知名度更
高的目的地，导致楚雄的旅游吸引力被过滤，流入水平降低。第四，独特的

旅游资源是维持流入水平的关键。西双版纳虽地理位置偏远，却凭借独特的

热带雨林景观和少数民族风情，流入水平依然保持热度，可见凸显旅游目的

地资源是吸引旅游者持续关注的关键要素。

如图３所示，虚拟旅游流流出水平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总体呈现下降
趋势。２０１６至２０２２年间持续下降，２０１９年较２０１６年下降１５４０％，２０２２年
较２０１９年再降３７１０％，表明云南省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虚拟旅游流流入
地。第二，较高值区及以上数量逐年减少。２０１６年，高值区包括昆明和曲
靖，较高值区有大理、丽江和玉溪，较低值区及以下的州市占比为

６８７５％；２０１９年，曲靖降至较高值区，大理升至高值区，红河升至较高值
区，而丽江和玉溪降至较低值区，中等及以下水平的州市占比增加到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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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虚拟旅游流流入水平演变

２０２２年，较高值区及以上仅剩昆明和大理，中等及以下水平的州市比例进
一步上升到８７５％。该现象可能源于高铁、高速公路建设加快，出行便利
度提升，居民无需过多依赖网络去规划路线或查询目的地信息。抑或是省内

旅游宣传和产品同质化，如民族文化、生态景观等，居民对省内其他州市的

旅游新鲜感下降，减少了主动搜索行为。第三，空间极化特征显著。三年虚

拟旅游流流出水平的均值显示，昆明和大理的流出水平占全省的５０８８％，
呈现出以昆明和大理为核心、向四周递减的 “二核”分布，其余州市的流

出水平相对均衡。其中，昆明作为省会，在经济、网络、交通和教育等方面

领先，与其他州市联系紧密，长期处于高值区，是 “虚拟旅游流的集散中

心”。大理则综合实力位于全省前列，同时也是滇西重要的交通枢纽，由此

前往周边各旅游目的地十分便利，因此流出水平较高。

图３　虚拟旅游流流出水平演变

（二）交通可达性评价

运用ＡｒｃＧＩＳ反距离权重插值法，对加权平均旅行时间进行可视化，得
到云南省交通可达性的空间格局，如图４，特征如下：第一，空间格局的
“双核化”趋势日益凸显。整体呈现出以滇中地区为中心、向四周逐渐减弱

的圈层结构。而大理得益于昆楚大铁路、大丽铁路等关键线路的通车，其作

为滇西与滇西南交通枢纽的地位显著提升，重塑了省域的交通骨架。第二，

可达性整体提升显著，区域间通行时间差距明显缩小。２０１６至２０２２年间，
可达性最优与最差城市的时间差从６４９小时缩至３３５小时，这与高铁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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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网络的扩展高度契合。沪昆、南昆高铁的开通初步构建了对外大通道，而

昆楚、大临、玉磨等铁路则完善了省内骨架网络，产生显著的时空压缩效

应，使滇中城市群基本进入３小时通行圈。第三，不同地区的交通改善程度
差异显著，改善幅度与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密切相关。临沧、西双版纳等

原本交通不便的地区，因大临铁路、玉磨铁路等新线路的开通，实现了交通

条件的 “跨越式”改善。而怒江、昭通等地受复杂地形制约，铁路建设难

度大，且未能接入高铁主干网，仅依赖普速铁路与公路的升级，可达性提升

有限。这表明，在云南此类复杂地形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布局是决定区

域可达性改善幅度的关键。

　　 （ａ）２０１６年　　　　　　　　 （ｂ）２０１９年　　　　　　　　 （ｃ）２０２２年

图４　交通可达性演变

（三）空间错位分析

１重心演变
分别计算三年间虚拟旅游流的流入水平、流出水平和交通可达性的重心

模型，可以发现：第一，重心位置，流入水平的重心在 １００６５９°Ｅ～
１０１０１６°Ｅ、２４９２７°Ｎ～２５０１８°Ｎ之间移动；流出水平的重心在１００６５９°Ｅ
～１０２３８６°Ｅ、２４８６４°Ｎ～２５０４０°Ｎ之间移动；交通可达性重心则在
１０１０６５°Ｅ～１０１１７８°Ｅ、２４７２０°Ｎ～２４８７６°Ｎ之间移动。流出水平的重心
始终位于流入水平重心和可达性重心的右侧。第二，移动方向，流入水平和

流出水平的重心均呈 “西南—东北”方向移动，可达性重心则呈 “西北—

东南”方向，存在明显的错位现象。第三，移动距离，累计位移距离排名：

可达性３４２６ｋｍ＜流入水平５５２３ｋｍ＜流出水平７４７９ｋｍ。第四，错位距
离，流入水平重心与可达性重心的错位距离由２０１６年的４２８１ｋｍ减至２０２２
年的２８８９ｋｍ，一直保持着下降的态势。流出水平重心与可达性重心的错位
距离较大，从２０１６年的１３５７９ｋｍ缩小至７５００ｋｍ，随后又增至７７９５ｋｍ，
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

２空间错位特征
基于前人研究［３７］，空间错位指数大于１，则代表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空间

错位现象，而云南省内各州市在地形、交通、旅游发展上存在极强的异质

性，故将虚拟旅游流的流入水平、流出水平与交通可达性的空间错位指数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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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负向高错位区 （Ａ≤－２）、负向中错位区 （－２＜Ａ≤－１）、负向低错位
区 （－１＜Ａ＜０）、正向低错位区 （０＜Ａ≤１）、正向中错位区 （１＜Ａ≤２）
和正向高错位区 （Ａ＞２），结果见表２和表３，这种分级方法能有效拉伸不
同地区的错位程度，如将少数错位极其严重的地区 （Ａ＞２或Ａ≤－２）从中
低错位区中分离开来，有助于抓住云南省虚拟旅游流与交通可达性的主要矛

盾，从而进行重点干预。正向错位表明该指标未达到与交通可达性相匹配的

预期，负向错位则表示该指标超出了该预期；错位的高中低程度代表超出或

未达预期的幅度。

表２　虚拟旅游流流入水平与交通可达性错位指数演变

州市 ２０１６年 错位类型 ２０１９年 错位类型 ２０２２年 错位类型

昆明 １２８６ 正中 －１０８２ 负中 －１６２０ 负中

曲靖 ５６８５ 正高 ４０５５ 正高 ６６４９ 正高

玉溪 ７７３４ 正高 ７８４７ 正高 ７７４０ 正高

保山 －３５９０ 负高 －２１７５６ 负高 －６５２９ 负高

昭通 ３８９１ 正高 ４５３１ 正高 １３９０ 正中

丽江 －１４００５ 负高 －３８８４ 负高 －１２９７０ 负高

普洱 ３０４７ 正高 １７１２ 正中 １４０３ 正中

临沧 ００００ 无 －０７９５ 负低 ５１４７ 正高

楚雄 ７９７７ 正高 ８５５２ 正高 ９４４９ 正高

红河 ６８９６ 正高 ７３３７ 正高 ８０８５ 正高

文山 ５８５１ 正高 ７３６１ 正高 ７４５１ 正高

西双版纳 －１１１２８ 负高 －８４４４ 负高 －１１９９９ 负高

大理 －３５１７ 负高 ０６１３ 正低 －９２０６ 负高

德宏 －６８５７ 负高 －８０３０ 负高 ０５８９ 正低

怒江 ３４０６ 正高 ４６１３ 正高 ０１８３ 正低

迪庆 －６６７６ 负高 －２６２９ 负高 －５７６１ 负高

表３　虚拟旅游流流出水平与交通可达性错位指数演变

州市 ２０１６年 错位类型 ２０１９年 错位类型 ２０２２年 错位类型

昆明 －３８０９４ 负高 －２９６７４ 负高 －２５０５１ 负高

曲靖 －１２２９ 负中 ２９０２ 正高 １５７７ 正中

玉溪 ３２１１ 正高 ４０５８ 正高 ４３３４ 正高

保山 ２２２０ 正高 ３３４１ 正高 ２０６９ 正高

昭通 １７７９ 正中 ３１２８ 正高 －１２０５ 负中

丽江 ０７０１ 正低 ３１００ 正高 ２７２６ 正高

普洱 ５９８５ 正高 ０９３３ 正低 １８２７ 正中

临沧 －２３１９ 负高 －１６３２ 负中 ２９０９ 正高

楚雄 ６９７８ 正高 ６３８０ 正高 ７８７６ 正高

红河 ３３２２ 正高 ０９９９ 正低 ３８５１ 正高

文山 ３５９２ 正高 ６２０８ 正高 ４９９３ 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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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州市 ２０１６年 错位类型 ２０１９年 错位类型 ２０２２年 错位类型

西双版纳 ４０４５ 正高 １００８ 正中 ０７７０ 正低

大理 －００３７ 负低 －１０１１３ 负高 －２６５７ 负高

德宏 ４７８７ 正高 １３５７ 正中 －３２０５ 负高

怒江 ４７４２ 正高 ４６１３ 正高 １７００ 正中

迪庆 ０３１８ 正低 ３３９１ 正高 －２５１５ 负高

研究期内，错位方向以正向错位为主，负向错位区集中于滇西、滇西北

和滇西南。错位等级以高等级最常见，呈 “金字塔”结构。流入水平的高

错位区比例由８７５％降至６８７５％，流出水平高错位区比例稳定于６８７５％，
表明云南省虚拟旅游流与交通可达性之间普遍存在显著的错位现象。

错位类型演变结果如图５所示。流入层面，多数州市始终处于高错位状
态，其余以 “负转正”或 “高到低”方向变化为主，表现如下：一是热点

旅游城市具有 “虹吸效应”。昆明周边的曲靖、玉溪等地交通便利，但旅游

吸引力相对不足，长期处于正向高错位区，揭示了区域旅游一体化中核心城

市对周边资源的吸附作用。二是资源禀赋与交通瓶颈存在长期矛盾。保山、

丽江等滇西州市，旅游资源吸引力强，但受限于交通条件，长期处于负向高

错位，反映了优势旅游资源未能被交通系统有效支撑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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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错位类型演变

流出层面，多数州市亦处于高错位状态，其余以 “正转负”或 “高到

低”变化为主，表现为：一是核心城市为全省旅游客源的主要输出中心。

昆明、大理作为经济高地，其居民出游意愿强烈，持续表现为负向高错位。

二是边缘地区需求增长与交通滞后的矛盾。迪庆、德宏等地，随着网络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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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条件改善，居民出游需求开始提升，但由于未能及时接入高铁主干网，交

通改善速度相对滞后，其错位类型由正向高错位转变为负向高错位，表明需

求增速已开始超越交通改善速度。

（四）影响因素分析

参考前人研究［７］７９９，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科学性，本文选取了与云南

区域特征密切相关的关键因素。对于虚拟旅游流流入水平的空间错位，解释

变量主要考量目的地旅游吸引力和接待能力。年均气温 （Ｘ１）与年均降水
（Ｘ２）作为气候因子，其空间差异直接构成了云南省旅游气候舒适度的基本
格局，是影响旅游潜在需求的关键环境变量；平均高程 （Ｘ３）则量化了山
区地形对资源分布与交通阻隔的制约作用；住宿和餐饮从业人数 （Ｘ４）反
映目的地的综合接待能力；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Ｘ５）刻画云南省各州市在
旅游经济空间结构中的相互作用的强度与网络地位；旅游资源禀赋 （Ｘ６）
衡量目的地旅游吸引物的丰度和等级；公路里程 （Ｘ７）在高铁快速发展的
背景下，仍是评估连接分散景区、实现 “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指标。对于

虚拟旅游流流出水平的空间错位，解释变量则聚焦于客源地的出游能力与意

愿。地区生产总值 （Ｘ１）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Ｘ２）共同衡量了潜在旅
游支付能力；教育从业人数 （Ｘ３）反映人口素质和信息获取能力；年末常
住人口 （Ｘ４）定义基础市场规模；移动电话用户数 （Ｘ５）衡量数字接入水
平，并与教育水平共同组成生成网络搜索行为的重要社会基础；公路里程

（Ｘ６）与私人汽车拥有量 （Ｘ７）则揭示在云南多山地形和景区分散格局下，
自驾出游模式对交通基础设施与私有出行工具的依赖。其中旅游经济联系强

度［３８］２１５和旅游资源禀赋［２８］６３２的计算方法见相关文献。

１因子探测
如图６所示，流入水平的因子解释力相对较弱。自然条件方面，年均气

温的解释力近年来显著增长，目的地的气候适宜度已经成为旅游者出行的关

键考量。避寒和避暑旅游在云南省逐渐兴起，尤其是西双版纳，虽然交通相

对不便，但作为中国少有的热带地区，吸引了大量关注，加剧了流入水平与

可达性的错位现象。而年均降水量和平均高程的解释力相对较弱。平均高程

的解释力在近年来有所增加，尤其在丽江和迪庆等高原地区，旅游者需要考

虑高原反应，导致这两个州市的错位程度有所上升。旅游服务能力方面，旅

游资源禀赋解释力最强。旅游资源是吸引旅游者的核心要素，较强的资源禀

赋会吸引更多的关注。丽江、保山、大理、西双版纳和迪庆等经典目的地通

常位于高错位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解释力高于住宿和餐饮从业人数。随着

可达性水平的提高，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越大，流入水平与可达性之间的匹配

度也应更高［３８］２１８。昆明的经济联系强度是全省最高的，一直处于中错位区。

交通方面，公路里程解释力排在第二，但在２０１６至２０２２年间逐渐减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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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于铁路交通的快速发展，减少了对公路交通的依赖。交通可达性的改善

转由铁路主导，公路影响式微。

　　 （ａ）虚拟流流入水平　　　　　　　　　　 （ｂ）虚拟流流出水平

图６　因子探测结果

流出水平除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公路里程外，其他因子解释力较高。

经济因素中，地区生产总值反映经济和生活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

的支付能力和闲暇时间越充足，从而更有可能进行旅游活动。昆明作为全省

经济中心，流出水平较高，且可达性变化滞后于流出水平的变化，导致错位

程度一直较高。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解释力较弱但近年增幅显著，是因为云

南省大部分人口仍为农村人口，直到２０１６年，昆明城镇人口才开始超过农
村。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到２０２２年，全省城镇人口已超越农村人口，
城镇人口对流出水平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进而引发错位。教育、人口和网络

等因素为流出水平的增长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其进一步发展的边际影响减

弱。交通因素经历了 “升—降”的趋势，云南省的经典目的地大多位于昆

明和大理附近，通过公路即可到达。随着大丽铁路 ２０１９年开行动车组、
２０２１年底玉磨铁路通车以及２０２３年丽香铁路通车，游客前往经典目的地
时，公路交通的优势逐渐减弱，解释力也随之下降。

２交互因子探测
如图７所示，流入水平方面，交互作用的解释力呈现双因子增强的现

象，即两个因子的交互作用产生的解释力大于单个因子的解释力，表明流入

水平与可达性的错位现象受到多因子的共同驱动。具体而言，自然条件的解

释力相对较弱，但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时，其解释力显著增强，表明自然条

件在旅游活动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旅游服务能力和交通因素方面，交互

作用的解释力逐渐增强，双因子增强现象愈加普遍。

流出水平方面表现为非线性减弱现象，即两个因子的交互作用的解释力

小于两个因子中最小的单一解释力。这表明，流出水平与可达性的错位现象

更多地受到单个因子的影响。其原因在于，单个因子的解释力过强，导致其

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时，难以延续单个因子的影响力，且这种非线性减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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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虚拟流流入水平　　　　　　　　　　　 （ｂ）虚拟流流出水平

图７　交互因子探测结果

象在近年来愈加普遍。

四、结论

（一）结论

虚拟旅游流空间格局呈现显著的 “核心—边缘”结构。流入水平形成

以 “昆大丽西”为核心的高密度集聚区，流出水平呈现昆明—大理双核极

化特征。这种空间结构反映了云南省旅游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

分异。

交通可达性改善呈现时空压缩与区域差异并存的特征。铁路网络的快速

扩展显著提升了整体可达性，滇中城市群形成３小时通行圈。然而，地形约
束和基础设施布局不均衡导致区域间改善幅度差异显著，体现了边疆山区交

通发展的特殊性。

虚拟旅游流与交通可达性存在显著空间错位。宏观上，两者重心移动轨

迹呈反向演化。微观上，错位方向以正向错位为主且程度多为高等级。这种

错位现象解释了虚拟空间旅游需求与交通供给的结构性矛盾。

错位驱动机制呈现流入与流出的差异化特征。流入错位受旅游资源禀

赋、服务能力、自然条件等多因子共同驱动，体现了旅游目的地供给系统的

复杂性；流出错位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单一因子主导，反映了客源地出游能

力的决定性作用。

本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主要有以下贡献：一是拓展了旅游流研究的视

角。传统旅游流研究多基于现实客流的事后分析，本研究通过引入虚拟旅游

流概念，构建了基于网络关注度的前瞻性分析框架。二是深化了交通与旅游

关系的理论内涵。从传统的耦合协调分析转向空间错位研究，揭示了数字经

济时代旅游需求与交通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三是构建了边疆山区交旅分析新

范式。针对云南省等边疆山区的特殊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提出了虚拟

旅游流与交通可达性匹配性分析的理论框架，为类似地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

方法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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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启示

研究启示如下：一是对于虚拟旅游流流入水平与交通可达性的负向高错

位区，其需求旺盛但交通是瓶颈，建议实施交通精准赋能策略，重点完善连

接核心景区的 “最后一公里”交通网络，并开发高品质的旅游专线、自驾

廊道，将交通劣势转化为深度体验优势；对于正向高错位区，其交通便利但

吸引力不足，建议推动旅游产品创新与营销升级，依托其交通枢纽地位，大

力发展周末微度假、康养旅游等新业态，并通过与核心旅游城市或景点联动

设计跨区域旅游线路，主动承接客源外溢。二是对于虚拟旅游流流出水平与

交通可达性的负向高错位区，居民出游意愿强烈，建议优化出行服务与信息

供给，提供更多定制化、便捷化的出行服务产品，并加强对这类地区关于省

内新兴旅游目的地的宣传，引导客流向非热点区域扩散；对于正向高错位

区，其居民出游动力不足，建议激发本地旅游消费潜力，通过挖掘本土特色

文化、开发贴近本地居民需求的短途休闲产品，并推动与周边地区形成旅游

联盟，互为目的地的同时，逐步培育居民的出游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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